
在场是新大众文艺的本质特征

“新大众文艺”成为当下文艺的一个热点，似乎并不难理解。

这要从概念的内涵逻辑去解读。所谓“新大众文艺”，其内涵大致由“文艺＋大众＋

新”构成，其内涵的每一次丰富，都是时代的进步对文艺演进的催生，或者说文艺“面向

事物本身”的必然结果。

“新大众文艺”整个概念的基础和核心词是“文艺”。文艺，文学艺术是也，其生产

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形式；功能是以语言、形象、声音、形体等为载体，表达思想情感、

反映社会生活、创造审美价值，并以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影视、舞蹈、曲艺等形式表现

出来。说得直白点，其不是油盐酱醋茶，也不是生活之必需。因此，文艺一开始就是人类

在满足生存或生活必需后的精神需求，基因里就带着贵族化倾向，文学更是如此，至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是这样。这里，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文学与大众结缘，是“五四”的产物。1919 年，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提倡的平

民文学，形成了大众文艺最早的思想根源。他们主张文艺应当摒弃贵族化，面向普罗民

众；后来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蒋光慈、钱杏邨等太阳社作家与成仿

吾等创造社作家，提出了文艺为大众、面向工农群众的主张；1930 年左联成立，全面推行

文艺大众化运动，标志着近代大众文艺思想的正式确立。

追根溯源，文学与大众结缘，有其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是时代语境驱动的产物。所谓语境，乃是人类语言的环境，即什么人，在什

么场景，说什么话，有其内在的必然；文学乃语言艺术，自然与说话有不可分割的血缘，

散文就缘于说话。到了中国近代末期，当一代进步青年吸收了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千年

的封建礼教受到强烈冲击，随着社会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过去贵族化的文学面临新的

语境。当普罗大众成为文艺的消费者、创作者、传播者，文艺不再是象牙塔里少数精英贵

族的专属时，其改变成为必然。当文艺走出贵族城堡，其便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其次，它符合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民大众始终是社会进步的主体，事实上，

当传统文学陷入精英化、小众化，脱离大众的时候，其就对自身的前进造成了困境。摆

脱这种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并从中获得

动能。

最后，它是文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

高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其中，除了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为

物质外，其余基本上都是精神层面的；而文学，就是人类精神需求的重要方面。这就注定

了大众向文学的奔赴。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其根基在社会生活中；而人民大

众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作家创作的源泉地，对文学无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这就注定

了文学向大众奔赴的必然性。

当我们认识了文学与大众结缘的必然性之后，另一个必然性也就难以回避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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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了：在场。因为作为“存在意义的显现”的在场，本身的基础就是“存在”，无

论时代语境也好、文学自身发展内在逻辑也好，还是文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也好，都是

时代的客观存在；在场的价值指向在于，有效呈现这些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前面的论述主要阐释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那么，“新”和“在场”则是贯穿

于它们始终的源头活水，从五四新文学到大众文学再到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轨迹也证明

了这一点。

所谓“新”，主要包括时序和内涵。

时间不居，时代的发展是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与“文学与大众的双向奔赴”在场并

交织，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永续生命力。

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是以语言的通俗化（白话）为发轫的。白话文的兴起不仅冲

破了文学贵族化，还以大众通俗易懂的白话式表现形式，打通了文学走向大众的语言通

道。当白话表达达到一定程度，思想和内涵的大众化，似乎就成了文学的必然要求和结

果。在场主义强调“面向事物本身”，在场即立足现实、直面当下、介入生活。从大众文学

的产生、流变、思想根源和内涵生成就可以看出，它本身就是在场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

义；按此逻辑，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学与时代在

场的客观要求，也就不难理解了。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的在场，打通了文学与现实、作家

与大众的壁垒，是文学重获生命力、延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论似乎顺理成章：置身新时代，文学如果不在场，就不可能“新”；如果不面向大

众，成为“大众文学”，也不可能在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属于文学史上最大的以地缘命名的文艺思潮，波

及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现象。但是，目前高校最权威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对中国西部文学的整体地位、作家身份认同和作品评析等，都表现

出明显的“不在场”。本期本栏刊发李震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不在场”

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西部文学的缺席》，以史实为理据，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问题，

并进行了理性的反思，表达了对 20 世纪 80 年代西部文学的“在场”呼唤。薛平与龙其

林教授的《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在场书写研究》，将科学视角与诗性象征相融合，对杨文丰

先生倡导的“大生态散文在场写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文本考证，可供有兴趣者参考。

“西部文学”拥有新大众文艺的天然基因，“大生态散文”也关系到大众的生态忧

虑、生态觉醒、生态干预和生态书写。无疑，它们既是在场书写不可或缺的文类场域，本

身也是在场写作的重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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